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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评价散养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生境的适宜性，可为散养麋鹿生境改造及野化麋鹿栖息

地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了开展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栏内散养麋鹿的生境改造和有效管理，

2019 年 5～8 月，采用无人机航拍和实地调查获取了围栏内散养麋鹿的分布位点数据，并基于 GoogleEarth 影像数

据对麋鹿生境类型进行面向对象的解译分类，分析了散养麋鹿种群的分布与不同生境类型的关系，运用 MaxEnt 模

型对围栏内散养麋鹿夏季的生境适宜性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MaxEnt 模型的评价效果达到了优秀水平(训练集

AUC=0.910),裸地距离、泥滩地距离和林地距离是夏季麋鹿生境的主要环境特征变量，综合贡献值分别为 35.2%、

34.5%和 15.7%。生境因子的敏感性分析表明，随着距泥滩地距离、低草地距离、裸地距离的增加，生境适宜度逐渐

降低，散养麋鹿的出现概率也逐渐降低；保护区核心区内麋鹿生境适宜区类型主要以低草地和泥滩地为主，适宜区

面积为 338.84hm
2
,占核心区总面积的 27.41%。夏季麋鹿在保护区内倾向于栖息在保护区核心区中南部的泥滩地、低

草地和裸地等生境类型上，在该保护区有限环境容纳量的背景下，应加强保护区内部麋鹿适宜栖息地生境类型的营

造，同时推动新的麋鹿迁地保护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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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保护不仅要保护物种种群，更要保护它们的生境，对珍稀濒危有蹄类野生动物而言尤为重要
[1,2]

。因此，明确物种的生

境需求及其适宜生境的空间分布格局，是保护野生动物生境的关键前提和基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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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预测物种适宜生境空间分布的模型可分为机理模型、回归模型和生态位模型[4]。其中，机理模型依据物种的生理生态

需要进行建模预测，但对生境因子的等级划分及权重确定上存在较强的主观性[5];回归模型往往需要获取真实可靠的“非出现点”

数据才能够较准确预测，而此类数据往往比较难以获取
[6]
;作为生态位模型的代表，最大熵模型(MaxEnt)基于生态位原理，通过

应用物种分布位点数据和环境变量数据，能对物种生境适宜性进行评价[7,8]。该模型避免了机理模型的主观性和回归模型输入参

数不容易获取等缺点，在涉及少量样本时具有更高的预测准确性[9,10]。目前该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白头叶猴 [11]、野牛 [12]、豹猫 

[13]、岩羊 [14]、川金丝猴 [15]、大熊猫 [16]、中华斑羚 [17]、雪豹 [18]等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境适宜性评价中。 

麋鹿为大型有蹄类、典型湿地物种、中国特有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沼泽平原湿地，约

1900 年在中国绝迹[19,20]。中国于 1985 年起开始实施麋鹿重引入项目，先后引入 94 头麋鹿至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受 1998 年特大洪水的影响，部分麋鹿从该保护区围栏内逃逸至长江中游荆江段两岸的洲滩及洞庭湖区，经过 20 多年的自然繁

衍，成功恢复野化种群且规模不断扩大[21]。目前长江中游地区麋鹿总数量已超过 1200 头，其中保护区外的野化麋鹿约 320头[22]。

国内外的研究学者针对麋鹿及其重引入栖息地开展了诸多研究，主要包括麋鹿种群数量及分布[22,23]、物种行为[24,25]、活动规律[26,27]、

生境选择及家域特征[28,29]等方面，有关麋鹿生境适宜性的研究主要通过构建生境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评估[30,31],尚未见基于生态

位原理的麋鹿生境适宜性评估方面的报道。 

本研究基于 GoogleEarth 影像数据，对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栏内散养麋鹿的生境类型进行面向对象的解译分

类，并结合无人机航拍与实地调查获取散养麋鹿的分布点数据，运用MaxEnt 模型对研究区内麋鹿的分布与各生境类型的关系进

行分析，对散养麋鹿的生境适宜性进行了评价。 

1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域为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石首麋鹿保护区”或“保护区”)的核心区与实验区，该区域

建设有围栏与缓冲区隔开，为保护区内麋鹿的主要活动区域，总面积约 1236hm2(图 1)。石首麋鹿保护区位于长江与长江天鹅洲

故道的西南夹角处，湖北省石首市境内，地理坐标为 112°31′36″E～112°37′30″E,29°47′11″N～29°51′45″N,总面

积为 1567hm2。保护区始建于 1991 年，1998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0 年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其主要保护对象

是麋鹿及其生境。保护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 16.5℃,年均降水量 1200mm 以上[29]。保护区内有杨树林群落、旱柳林

群落等 3种类型木本湿地植被，芦苇+荻群落、狗牙根群落、益母草群落等 11种类型草本湿地植被，麋鹿采食植物有禾草类、莎

草类、豆科草类和杂草类共计 129 种，占保护区植物总种数的4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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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置及功能分区图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麋鹿出现点数据来源于 2019 年 5～8 月在保护区围栏内采集的无人机航拍照片。利用大疆“御”Mavic2 专业版无人机航拍

器共进行了 16次采集，其中 5月份 2次，6月份 3次，7月份5次，8月份 6次，每次无人机航拍时间均为当天早上的 7时至 9

时，确保每次航拍覆盖围栏区及所有麋鹿种群。无人机调查共获取了 405 张航拍照片，结合现场踏勘确认，筛选出 69张有麋鹿

种群的无人机相片，提取相片中心点经纬度坐标，作为麋鹿的出现点数据。 

基于 eCognition 软件平台，对 2019 年 5月 27日石首麋鹿保护区的 GoogleEarth 影像进行面向对象的分类，分类器选择随

机森林，除原始影像数据外，增添纹理特征和形状特征。对保护区内水体、泥滩地、低草地、林地、芦苇地、裸地、道路、建筑

物等分布进行自动解译，完成后采用实地踏查和目视解译人机交互修改错分图块，最终解译精度为 90.7%,可以满足需要。 

2.2 最大熵值(MaxEnt)模型 

最大熵值(MaxEnt)模型是一种基于生态位原理的物种分布预测模型，由Phillips团队于2004年利用JAVA语言编写开发[8]。

该模型利用有限的物种“出现点”及相关的环境变量数据组成训练样本，建立约束条件，探寻在此约束条件下的最大熵的可能

分布，即探寻与物种分布点的环境变量特征相同的像元，并将推算结果投射至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来预测物种的潜在分布[33]。该

模型主要应用于评价指定物种在给定环境条件下适宜性以及预测物种在研究区潜在生境分布。模型结果以物种出现的概率来体

现，值越大，则表明环境条件越适宜于物种生存。 

2.2.1 环境变量选取及处理 

生境适宜性评价中环境变量的选取尚无统一的规定，根据目标物种、研究目的及研究区域的不同所选取的环境变量也存在

一定的差异[34]。观测研究表明，食物、水源及人为干扰是影响麋鹿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35]。石首麋鹿保护区位于长江中游冲积平

原上，地形平坦、气候差异不显著，环境变量中的气候、地形等因子可以忽略不计，人为干扰主要来自于保护区内的日常巡护活

动。在保护区内，麋鹿对其生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其活动区域与生境类型密切相关。 

综合考虑环境变量获取的难易程度、变量间的相关性以及研究区地理环境特征等因素，选取植被、水源、人为干扰及生境类

型 4大类因子 9个环境变量。其中植被因子包括林地、低草地和芦苇地的分布，水源因子为水体分布，人为干扰因子包括道路和

建筑物分布，生境类型包括裸地、泥滩地等利用类型分布。以距离各生境类别的欧式距离作为模型预测的环境变量，在 ArcGIS

平台上根据属性提取不同类别作为新的图层，分别进行欧式距离计算，获得各类别的距离图层。将各生境类型图层和距离图层输

出为 ASCII 格式，统一为 WGS84 地理坐标系统，导入 ArcGIS 软件中，转换成浮点型栅格数据，作为 MaxEnt 模型输入的环境变

量。 

2.2.2 模型构建与模拟方法 

将麋鹿出现点数据和环境变量数据导入模型中，随机选取 75%的出现点用于建立模型，剩余 25%的点用于验证模型。经过多

次试验，将最大迭代次数设置为 4000,其他参数为默认参数。采用刀切法(Jackknife)分析工具在模型运行过程中判断各环境因

子对物种分布影响的权重值[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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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境类型及2019 年 5～8月麋鹿出现点分布图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下的面积值，即AUC值(Area Under Curve)

评价模型预测精确性，一般认为 AUC 为 0.5～0.6 时表明模拟失败；0.6～0.7 时表明模拟效果较差，0.7～0.8 时表明模拟效果

一般，0.8～0.9 时表明模拟效果较好；大于 0.9 时表明预测效果最优[25]。模型重复预测 10次，并将在 ROC曲线下具有最大AUC

值的组作为最终预测结果。 

MaxEnt 模型输出结果为值在 0～1 之间的连续栅格数据，表示潜在的物种分布概率，值越接近 1,说明存在的概率越高[33]。

为更直观表示物种潜在分布的区域，本文以 0.1为间隔进行了分级，并根据专家经验法[4,37,38]确定适宜区和非适宜区的阈值为0.2,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次适宜区(0.2～0.4)、较适宜区(0.4～0.6)和最适宜区(0.6～1)的区分。 

3 结果分析 

3.1 模型预测结果评估 

ROC 曲线结果表明，训练集和验证集的 AUC值分别为 0.910 和 0.915,表明 MaxEnt模型预测结果达到了优秀水平，模型预测

结果合理、可靠，可以用于麋鹿生境适宜区的研究分析。 

3.2 麋鹿生境与环境变量的关系 

MaxEnt模型对各环境变量的贡献度分析结果显示，裸地距离的贡献度最大，达到了 35.2%,泥滩地距离贡献度次之，为34.5%,

而后为林地距离(15.7%)、道路距离(4.3%)、土地覆被类型(4%),以上 5个环境变量累积贡献度达 93.7%。 

刀切法分析检验结果显示，距泥滩地距离、距裸地距离、距道路距离等生境因子对预测结果的增益较大，表明这些变量在预

测麋鹿栖息地适宜性时包含了比其他变量更多的有用信息，麋鹿的分布概率变化对这些因子比较敏感，这也与模型贡献率较大

的几个环境因子相一致。 

环境变量对预测概率贡献值的响应结果曲线如图 5所示，各生境因子的敏感性分析表明，随着距泥滩地距离、裸地距离、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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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距离的增加，生境适宜度逐渐降低，麋鹿的出现概率也逐渐降低，表明麋鹿偏好于栖息在这些生境类型中。麋鹿栖息地适宜

性对芦苇地距离、道路距离、林地距离的响应关系呈单峰型，即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随着距离的增加适宜性增加，达到峰值后

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出现概率降低。 

 

图 3麋鹿生境分布预测结果 ROC曲线验证 

 

图 4基于刀切法检验的环境变量重要性分析 

表 1麋鹿栖息地适宜性影响因子重要性分析 

环境因子 环境变量简称 环境变量含义 贡献度(%) 

生境类型 

DB 距裸地距离 35.2 

DM 距泥滩地距离 34.5 

LU 土地覆被类型 4.0 

植被 

DF 距林地距离 15.7 

DR 距芦苇地距离 1.4 

DG 距低草地距离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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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干扰 

DP 距道路距离 4.3 

DS 距建筑物距离 3.5 

水源 DW 距水体距离 1.1 

 

3.3 麋鹿生境适宜区分布 

由 MaxEnt模型得出的麋鹿栖息地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图 6),石首麋鹿保护区围栏内适宜麋鹿栖息的区域分布较为集中，空

间分布上来看主要位于保护区核心区中南部的泥滩地及其周围的裸地、低草地，靠近自然水体区域。经过统计分析，研究区域内

麋鹿栖息地最适宜区面积为52.05hm2,较适宜区面积为 116.65hm2,次适宜区面积为 170.14hm2,适宜区总面积为 338.84hm2,约占核

心区总面积的 27.41%。适宜区内土地覆被类型有水体、裸地、泥滩地、低草地和芦苇地等。 

4 讨论 

4.1 模型适用性 

随着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态位模型中物种出现点和环境变量数据的获取更加高效、快捷[39,40],尤其是在

中小尺度濒危物种的生境适宜性评估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濒危野生动物生活的区域往往难以到达，物种数量及环境变量的调查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易出现遗漏和数量偏差。

相较于野外样线或红外相机，无人机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较大面积的野生动物调查，对观察对象几乎没有影响且可以准确地记

录每一个动物出现点[41]。通过无人机获取物种出现点数据，能够涵盖所有动物种群，较好的弥补了因出现点数据不足导致的模拟

结果失真问题[42]。此外，通过遥感数据衍生的如植被指数和土地覆被图等，能够作为评估栖息地适宜性的环境变量，尤其是在生

物多样性丰富而数据缺乏的区域
[4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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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各环境变量对模型预测结果的反应曲线 

 

图 6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适宜生境分布 

本研究结果证实，借助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数据、无人机航拍物种出现点数据以及基于生态位原理的 MaxEnt模型，能够较

好的反映中小尺度濒危野生动物的生境适宜性，尤其是在缺乏基础资料的重要自然保护地。 

4.2 模型环境变量选取 

影响物种地理分布格局的环境因素通常包括气候、地形、植被、土壤、土地利用类型以及人为干扰等[45]。利用 MaxEnt 模型

预测物种分布时通常选择地形因子、土地利用类型因子和气候因子 3类环境变量构建模型[46]。 

已有实地观测研究表明，保护区内的麋鹿对栖息生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其活动区域与生境类型密切相关，受各生境类型距

离的影响较大[29,47]。在春季和秋季，麋鹿会较多的选择滩涂和水域；夏季，麋鹿经常选择在靠近水域附近，表现出明显的随着水

位的变化而不断往高处迁移的活动规律；冬季，食物是影响麋鹿生境选择的决定性环境因子，麋鹿通常选择在食物丰富的草地上

取食和休息[47,48]。本研究中气候、地形等环境变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保护区内的人为干扰也较少。因此，基于麋鹿生境类型的

分布结果，选取植被、水源、人为干扰及生境类型等环境变量，进行保护区内散养麋鹿夏季生境适宜性评价。本文暂未考虑植被

种类、生物量或遮蔽度等通过卫星影像难以直接获取的生境因子，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扩展麋鹿生境选择的影响因素。 

4.3 麋鹿栖息地保护与管理 

动物生境选择的决定因素是水源、食物和遮蔽度[49]。前期已有研究表明，石首麋鹿保护区围栏内的麋鹿在春夏季节会选择栖

息在生长着大量可食或喜食水生植物的水陆交界处，进食后就近趴卧于有浅水淤泥的水洼地或季节性水塘周围进行反刍[29,50]。而

长江中游洞庭湖区的野生麋鹿在此季节通常选择草地作为主要取食生境，滩涂和水域作为休息和娱乐的场所[28,35]。大丰麋鹿则在

此季节选择靠近浅水洼地的、相对株高和生物量较低的互花米草群落区域栖息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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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结果同样表明：麋鹿在保护区内倾向于栖息在水陆交界的泥滩地、低草地和裸地等生境类型上，尤其是在保护区核

心区中南部的泥滩地及其周围的裸地、低草地等区域。由保护区管理部门开展生境改造而形成的泥滩洼地区域也具有较高的生

境适宜性，成为了麋鹿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
[29,50]

,这表明通过加强保护区内部人工栖息地改良与适宜微生境的营造，加快生境类

型的转变，能够增加麋鹿适宜栖息区面积。 

此外，植被的季节性变化也会对麋鹿的分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50],在不同的季相下，麋鹿生境类型亦会有所不同。如保护

区内的裸地一部分为原有的低草地因被麋鹿啃食和踩踏而变得稀疏；另一类是保护区自行开辟的应急饲料基地，主要用于在食

物匮乏时种植牧草供麋鹿进食，因而在遥感影像上呈现出与裸地一致的光谱特征。基于现有的数据源，本研究仅考虑了单一季节

下麋鹿生境的适宜性，今后可结合季相变化开展生境适宜性的动态演变研究。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 GoogleEarth 影像数据及麋鹿分布位点数据，运用MaxEnt模型对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栏内散养麋鹿夏

季的生境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得出以下结论：(1)MaxEnt 模型在保护区尺度内评价物种生境的适宜性是可行的、有效的，能够取

得较好的预测评价结果；(2)夏季保护区内的散养麋鹿倾向于栖息在泥滩地、低草地和裸地等生境类型上；(3)麋鹿的适宜栖息地

位于保护区核心区中南部的泥滩地及其周围的裸地、低草地等区域。 

主要建议如下： 

(1)在石首麋鹿保护区有限环境容纳量的背景下，应当加强保护区内部泥滩地、水塘等适宜麋鹿栖息地生境类型的营造，恢

复与改造不适宜生境区，扩大适宜生境区的面积。 

(2)加强长江中游及洞庭湖区野生麋鹿栖息地及物种种群的监测研究，通过卫星遥感影像结合生态位模型的方法，对野生麋

鹿种群与环境变量关系开展模拟、预测其生境适宜区，推动建立新的麋鹿迁地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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